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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15 

訪談對象：王時思（前台權會秘書長，1996-1998） 

口訪日期：2012 年 8 月 13 日 

口訪地點：台南市政府研考會主委辦公室 

訪 談 人：嚴婉玲 

 

我是1968年生，高雄人，大學就讀東海法律（1986-1990），研究所是念清

大社會所（1990-1994），畢業後在《新潮流》雜誌做編輯，後來進「新國會辦

公室」，那是9位民進黨籍立委聯合辦公室。 

我在高中時是校刊總編，有兩件事讓我很不高興，一個是改稿，訓導主任

可以任意改校刊的稿；一個是頭髮，那時還有髮禁。大學開始有人可以討論這

些事，念法律系時開始參加辯論賽，弄刊物、地下社團、系上那時也有刊物。

這個時期認識很多人，才開始覺得有些事可以想想，那時教官還在校園，就是

一個很清楚的目標。社團是地下組織，搞社團會被退學，大學時很刺激精彩，

我們晚上會去貼海報，例如批判審稿制度，環境議題也有，像學校要砍樹。大

二大三的時候，地下社團需要向群眾現身，所以就浮出來了，那是很稀微的時

代，大家的感情就很好，非常緊密。我本來就是辯論賽出身，就會認識很多校

際代表，後來參加全學連（前身是民學連）。大學畢業考上清華社研所，在清

華的時候， 重要的事情就是獨台會案，還有廢除刑法一百條等等，那時所有

街頭運動都想去參與，即使學校還有退學制度。 

大學前幾年還沒聽過台權會，大四才開始聽說，也開始接觸一些政治人物

，那時新潮流代表的是進步跟論理的力量，但我並沒有清楚意識到這是怎樣的

團體，早期人權或異議性社團跟民進黨有很深淵源，我去「新國會辦公室」工

作時，並不覺得那是政治工作，主要是做政策研議、倡議的工作，對我來說，

這些工作都是一脈相承的。當時覺得社運跟政治結盟的事是當然的，但後來慢

慢地社運跟政治力分流，但我覺得不管是政治運動跟社會運動，是不能這樣全

稱的區分的，社會運動永遠是弱勢的，我們該跟著議題走不是跟著人或分類走

。 

1996年進台權會是因為「新國會辦公室」改組，變得更政治化，變成派系

的運作中心，我不覺得自己可以成為一個組織工作者，而且，一直以來我對議

題的關心超越我對組織的關心。我進台權會是袁嬿嬿推薦我去的，那時還有陳

菊菊姐，社運跟政治要不要分家的議題這時到了一個高點，搞政治的人認為社

運就放手讓他們去做，免得人家說干涉，社運者也覺得不要跟政治混在一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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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我前一任秘書長是鄭麗文，我去就是一個宣示，讓人不覺得政治人物在

這裡會覺得有利可圖。 

去台權會對我自己而言是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也預示是一個社運的時

代開展，那時會長是邱晃泉，他也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我不是新潮流派來的，

但我不會決絕的講說我跟新潮流就沒有關係，我也會去找他們，向他們請教。 

我在的時候處理的議題主要是軍中人權，其他像廢死或冤獄救援，當時還

不明顯。民眾常常來求援的都是司法案件，我就會覺得在台權會老是幫不上忙

才會改去司改會。重要議題的出線並不是當時有重要個案，而是在摸索的過程

當中這個議題就浮出來了。像台權會剛開始成立時關注的政治人權後來因為漸

漸被解決而變得比較不醒目。 

當時比較多採取的運動方式還是開記者會，以及跟其他團體的聯合行動，

蘇案就是典型的聯合個案。友好團體包括：女權會、勞陣、司改會、人本、婦

女新知、環保聯盟等等。但我覺得我在台權會的工作成果是挫折的，我覺得我

沒有幫忙到誰，例如面對訴訟過程，司法體系不理你就是不理你，所以覺得很

挫折，會想說一直去談這些理念到底有沒有意義。後來司改會來找我，我就很

快答應，因為到訴訟程序才能給當事人幫助。 

台權會那時運作也很辛苦，我去的時候才一個半的工作人員，傳統的財務

資源也有明顯的脫離，那時找林峯正進來當財務長，才有建成扶輪社的資源進

來，但也不能否認這個扶輪社對台灣認同的親近性。那時窮到差點連辦公室租

金都付不出來，還要靠那些律師執委去募款。我跟執委的合作很密切，募款餐

會執委還要分配餐券，會務運作大概主要是會長、秘書處及部分執委為核心。 

台權會與司改會的合作議題相當多，例如軍中人權的部分。而蘇建和案牽

涉到訴訟的部分，台權會就轉給司改會，從那時才開始出現這種社團分工，法

律扶助基金會也在那時慢慢催生。 

蘇案是人本開始提起的，台權會的立場是，我認為在程序上的不合法就是

侵害人權，但人本的重點是認定這三人無罪，有些微的差異。 

2004年，我出國一趟回來決定要做一些沒人做的事，當時黃文雄提出死刑

議題，決定找瞿海源一起弄了「替代死刑聯盟」，就是後來的「廢除死刑聯盟

」。另外，像RCA案是以司改會為主，台權會為輔，我們有去做這個案子的訴

訟檔案。而反對指紋建檔則是台權會主導。 

如果比較司改會與台權會，我覺得台權會是草根出身，草莽性比較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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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像幫派，很重義氣，挺一個人就挺到底，對台灣主體性的理念也比較一致，

同志感是很重的，但也因此比較沒有章法紀律。司改會就是一群法律人，法律

人跟醫生是階層文化很清楚的兩群人，所以我剛進司改會一開始比較大的衝擊

是，如果你不具有法律專業，你的專業是會被質疑的，當時還會抱怨律師都不

理我們。 

雖然法律人真的非常認真，但他們對運動的承諾是有限的，他的生命可能

是奉獻給法律的，在這中間再撥出一塊給社會運動。我會被找進司改會其實正

是因為我有社運經驗，這也證明他們開始承認社運是一種專業，還是需要去結

合專業和社會運動的思考。 

我離開台權會後雖然當過執委，但因為我有在高雄市政府身分較敏感而退

出，這些我理解的社團，我都希望他們能一直一直壯大，台灣是一個對社運很

辛苦很殘酷的地方，社運議題都是非常難推的，因為有更大的議題在宰制，就

是認同問題。社運通常都要等待事件，如何能創造議題存在的空間是應該要思

考的問題。 


